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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X 一代”出自道格拉斯·考普兰(Douglas
 

Coupland)的小说《X 一代》(Generation
 

X,
 

1991),文学评论界借用该名词来指称出生于 20 世

纪 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初的美国新一代青年作家,包括威廉·沃尔曼( William
 

Vollmann,
 

1959—
 

)、理查德·鲍尔斯( Richard
 

Powers,
 

1957—)、道格拉斯·考普兰(Douglas
 

Coupland,
 

1961—)、凯瑟琳·克列默(Cathryn
 

Kramer,
 

1957—)、尼尔·斯蒂芬森(Neal
 

Stephenson,
 

1959—)。 他们受到后现代小说写作风格影响,又熟悉现代科学技术,十分关注信息技术时代的社会问题。

②关于鲍尔斯小说 Gain 题目的翻译,国内学术界接受度较高的主要是《营利》和《赢利》,笔者认为鲍尔斯采用“gain”是指包括法人以及个

体的逐利,另外“gain”反向暗指了“lose”。 汉语“营利”大部分指近现代商业组织寻求利润,其反义为“非营利”,而“赢利”对应着“亏

损”,暗含着“得”与“失”,“赢”与“输”的双关含义,构成反讽,形成张力。 本文采用“赢利”的汉译,以凸显鲍尔斯对资本主义商业、科技

和制度的批判性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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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美国后现代主义作家理查德·鲍尔斯的小说《赢利》以双线杂糅的叙事方式,反映了宏观上资本的无节制扩张与

微观个体生存的冲突,揭露了资本主义科技导致的生态问题,批判了资本主义经济理性导致的技术异化和消费异化。 小

说主张实现社会和生态正义,抵制欲望,回归自然,在一定程度上探讨了解决生态危机之道。 《赢利》的生态马克思主义

思想,可为当今社会正确运用科技、缓解生态危机提供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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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作为“X 一代”(Generation
 

X) ①作家群中的佼佼者,当代美国小说家理查德·鲍尔斯( Richard
 

Powers,1957—)在多部作品中积极探索和反思资本主义科技文明时代社会、生态和人类之间的互动

关系。 与以往不同的是,鲍尔斯在其第六部小说《赢利》 ②(Gain,
 

1998)中把生态问题和资本主义制

度批判联系起来。 小说以双线杂糅的叙事手法,把克莱尔公司的漫长发家史和主人公劳拉罹患癌

症并迅速衰亡的情节相互并置交织,实现了远与近、慢与快、得与失、宏观与微观、历史与现实的碰

撞。 生产者(克莱尔公司)白手起家,通过技术革新,抛弃商业道德进行资本积累,逐步实现自然资

源和人力资源的市场化和商品化,造成人、自然和技术的异化;消费者(劳拉们)作为资本主义关系

圈中的一环,被资本牵引与设计,受到消费文化的操控而过度消费,反而成为被消费对象。 《赢利》
将被资本操控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串联一起进行叙事,揭示出看似繁荣昌盛的人类文明进步下的双

方共赢,实际是一场以自然资源和道德伦理为赌注的“零和游戏”,并犀利地指出在技术异化与消费

·93·



　 外国语文 2023 年第 5 期　

异化作用下,人、社会、自然之间的关系逐渐异化,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性,体现出深刻的

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

1　 企业“兴旺”、个体衰亡的双线叙事:科技的资本主义使用批判

生态马克思主义批评是近年产生的批评流派,以对社会正义和生态正义的重视,对资本主义的生

态批判、社会批判和制度批判而著称,将生态危机的根源确定为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控制自然’的
意识形态、异化消费”,主张通过“开放型科学技术、人与自然关系控制、消费欲望消除”,走向“生态社

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来解决生态危机(陈茂林,2020:
 

79)。 生态马克思主义批评的重要方面,是对科

技的资本主义使用的批判。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马尔库塞认为,生态危机根源不在科技本身,而在于科

技的资本主义使用,使工人阶级沦为丧失思维和批判能力的“单向度的人”,加剧了资产阶级对自然和

工人的双重控制,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异化(马尔库塞,1982:
 

129)。 通过聚焦资本主义企业和个人的

双线并置叙事,《赢利》批判了科技的资本主义使用。 小说构建了两条看似毫无关联却实际互补的叙

事主线,以强烈鲜明的企业和个人命运对比,揭示资本主义商业巨头成长与个人生存之间的微妙联系。
小说中克莱尔家族历经五代,自 19 世纪 30 年代在新大陆创办以肥皂与蜡烛为主要产品的三人手工作

坊开始,之后通过对技术、商业模式的不断改革,终于在 20 世纪 90 年代“新经济”时期跃升为横跨世界

经济版图的跨国公司。 在扩大再生产过程中,克莱尔公司入驻雷斯伍德小镇并成为该镇最大的雇主和

供应商。 居住在雷斯伍德小镇的单亲母亲劳拉成为另一条叙事主线的主人公,小说详细描述了劳拉从

罹患癌症、接受化疗到被癌细胞吞噬全身直至死亡的故事。 处于资本主义科技飞速发展时代的双重叙

事结局截然相反:克莱尔公司(法人)依托科技走向繁荣顶峰,而被科技包围的劳拉(个体)却走向

衰亡。
首先,《赢利》聚焦克莱尔家族企业经济效益直线上升,貌似日益兴隆的叙事主线,在故事层面揭

露资本主义企业导致的生态危机,批判了资本主义科技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和榨取。 资本主义科技是资

本家攫取自然红利、进行资本积累、榨取自然资源的有力武器。 《赢利》中克莱尔家族是美国早期清教

徒移民中的代表,其主打产品“肥皂”与初代克莱尔对宗教“纯洁性”的追求不谋而合。 然而,“纯洁”
“洁净”本质上是对本体中“杂质”“脏东西”的一种否定和驱逐,它反映了毋庸置疑的强权、专制以及

“人类中心主义”,而象征着“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洁净情怀在资本主义时代由神学走向科学,异化为

克莱尔公司“赢利”至上的隐喻。 化学是“把混合体分离出来,把各个部分重组为新的混合体的艺术”
(Powers,1998:

 

45)①,制皂过程是一次奇妙的化学置换反应,是“科学与特质的微妙联姻”(43):脂肪通

过失去丙三醇和得到碱后成为肥皂。 在“得”与“失”之间,资本操控皂化反应,将生产最大化与利润最

大化作为最终目标,将“不合理成分”逐出,导入“有效成分”,从而变废为宝,达到由污垢向洁净的

跨越。
从叙事层面看,克莱尔公司似乎日益繁荣,但小说的故事层面却告诉读者,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将

酿成严重的生态危机,因为资本主义科技包含不合理因素:“掌握了科学和技术的工业社会之所以组织

起来,是为了更有效地统治人和自然,是为了更有效地利用其资源。”(马尔库塞,2006:
 

17)《赢利》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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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尔家族选择依赖化学技术革新来寻求更高效的“洁净”效果,加大了对阻碍商业扩张的任何异质

与不合理成分的打击,从而与宗教初衷渐行渐远。 为了度过经济危机,克莱尔公司通过重重相叠的氢

化反应和氮化反应,生产出新型合成洗涤剂作为“脂肪和油的替代品来突破大自然的最后瓶颈”
(356),以达到降低成本和提高生产率的目的。 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认为:肥皂“是起分离作用

的成分……‘驱走’脏东西”,但是合成洗涤剂“杀死”脏东西,“完全是火的代表,是救助者,也是盲目打

击者”(2016:
 

26)。 克莱尔公司的新产品磷酸化洗涤剂是人类对“洁净”背后“赢利”需求外溢的产物,
它提高了生产率和购买率,与资本主义时代的速度话语应和,却成为破坏生态环境的帮凶。 “某天,美
国一觉醒来却发现最大的湖泊正在濒临死亡”(382),归结原因是克莱尔公司大量排放的磷酸化工业

废水。 “通过生物富集使水老化的过程”(382),本是一次缓慢而持续几千年的自然变化过程,如今由

于化学技术的介入,竟在短短的十年中发生急剧变化。 资本家凭借科技惊人的生产力,把科技作为资

本掠夺自然的工具,“将自然资源当成免费的午餐”,忽视了人类与自然的统一性。
其次,《赢利》通过聚焦尽享科技便利的劳拉们在不知不觉中走向生命尽头的叙事主线,突显资本

主义科技对人生命的摧残,批判了资本主义科技对人的主宰和伤害。 资本主义社会里,科技作为工具

理性,企业作为生产者,个人作为消费者,自然作为资本榨取的对象,其悲惨命运紧密相连,不可分割。
科技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有力推手,对自然和人的主宰与控制日益严重,不但酿成严重的生态危机,还
严重摧残人的身心健康。 小说中,失控的自然变化预言了失控的人体细胞。 当湖泊加速消亡时,雷斯

伍德小镇居民的生老病死也正在非自然化。 虽然劳拉与企业的发展似乎毫无关系,“她不为公司或公

司中的任何人工作”,但她却已经和企业成了“利益共同体”和“风险共担体”(Brooks,
 

2013:
 

441-464)。
劳拉是雷斯伍德小镇居民的缩影:克莱尔公司为雷斯伍德小镇带来了工作、金钱、居所和生活服务,但
也给小镇居民带来疾病。 小说伊始,劳拉看似只是一个患癌女孩葬礼上的旁观者,但丧钟却早已为她

而鸣。 女孩的葬礼是劳拉死亡的前奏,体内的癌细胞加速了她走向坟墓的步伐。 劳拉体内失控的癌细

胞是资本主义时代人类社会和自然失序状态的隐喻:用来描述癌症的寓言让人联想到一种不停的经济

灾难:不受节制的、畸形的、混乱的增长导致的经济灾难。 肿瘤有能量,而不是患者有能量;“它”失控

了……癌细胞的生长是没有限制的,它们会以一种“混乱的”方式不断地生长和蔓延,破坏身体的正常

细胞、构造和功能(桑塔格,2003:
 

57)。
然而,加速劳拉快速衰亡的不仅仅是她身体里无序增长的癌细胞,代表现代医疗技术的化疗更是

难辞其咎。 化疗技术再度演绎了皂化反应的专制与强权:混乱生长的癌细胞成为破坏体内其它细胞生

长的“敌人”,因此化疗将不惜一切代价把癌细胞赶出体外。 化疗药物在本质上与合成洗涤剂并无二

致,它们都是“盲目的打击者”。 “治疗要比疾病本身更加糟糕”(263):劳拉接受来自克莱尔公司制造

的化疗药物时,受到“系统性的中毒”(89)以及半年的呕吐和脱发等症状的困扰,而化疗的副作用却需

要另一种药物治愈,但是新药又会带来新的副作用,如此恶性循环。 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过分依赖化

疗技术,企图改写生命循环规律,采用盲目打击的方式将癌细胞驱逐,体现出对生产和利益的狂热追

求。 生病意味着“生产力的下降”,死亡意味着“不生产”,人类不顾一切地追求健康无非就是不顾一切

追求生产,而维持生产无非就是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畸形地捍卫自身的利益。 劳拉在患癌初期一边坚

持在家办公,一边接受化疗,企图迅速战胜癌症并恢复正常生产,但即使如此她仍因生产力下降而面临

失业。 劳拉并非只是生态危机的被动受害者,依靠化疗技术来维持生产是她的自主选择,这与将科学

技术纳入资本积累之中的克莱尔公司并无二致。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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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利》将克莱尔公司的崛起与劳拉之死这两条叙事主线串联一起,彼此独立又相互交织,共同推

进故事情节发展,使资本主义科技支撑的企业“赢利”与个体消费者“生命丧失”形成强烈对比,构成巨

大反讽:资本主义科技发展没有使环境更加优美宜人,没有让人生活更加幸福;相反,却造成生态危机,
致人死命,由此批判了资本主义科技对人和自然的双重榨取和剥削。 资本主义科技成为资本家维护自

身利益的重要手段:企业要想成为“赢利”中最大的胜利者,就必须不断依赖科技抵制任何阻碍资本主

义生产的因素。 尊重自然规则会否定克莱尔公司进一步商业扩张的需要,而癌症会否定个体生产力,
因此克莱尔公司研发的产品必须打破自然规则,必须忽视生命之道来强制延长生命,但是打破自然规

则的二者必定自食生态失衡恶果。 可见,小说通过展示资本主义企业显著的经济效益和个体生命衰亡

的鲜明对比叙事模式,批判了科技的资本主义使用。 资产阶级错误地将科技简化为榨取自然、获取利

润、奴役人性的工具,却忽视了生态平衡和人的生命健康,从而造成了人、自然、社会之间关系的异化与

疏离,酿成不可挽回的自然生态危机和人性危机。

2　 共谋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叙事交织:资本主义经济理性批判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高兹认为,“当今世界生态危机最根本的原因是经济理性的盛行,追求利润是

经济理性的唯一目的”(朱波,2016:
 

74)。 在当今资本主义国家里,经济理性主宰一切。 经济理性就是

物质至上、经济至上、利润至上,与技术理性、工具理性一脉相承,指任何参与经济活动的人追求物质利

益最大化的动机。 对于资本家来说,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对于消费者来说,就是追求效用最大化。 资

本主义经济理性追求生产至上、效率至上、越多越好,导致资本家对利润永无止境的追逐,破坏了自然

环境。 生态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批判。 《赢利》通过构建资

本主义企业发展和个人悲惨命运的双线并置叙事,彼此交织,巧妙地将资本主义生产者、消费者、生态

环境置于一条相互联系的存在巨链中,揭示出滥用和依赖科学技术最终会造成生态失衡,而人类终会

自食恶果,走向“赢利”的反方向。 作品正是通过批判资本主义经济理性导致的技术异化和消费异化,
来展开对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的。

首先,《赢利》通过聚焦资本主义企业表面繁荣的叙事话语,在故事层面透视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

危害,批判了资本主义经济理性导致的技术异化和人的异化。 经济理性导致技术异化,技术异化导致

人的异化,形成资本主义社会异化连锁反应。 《赢利》中,技术受到追求“可计算性和效率”的“经济理

性”的影响,成为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积累的帮凶。 鲍尔斯在小说中对技术异化的批判与反思主要围

绕着克莱尔家族企业崛起展开。 创业之初,克莱尔兄弟雷佐夫和塞缪尔与爱尔兰裔手工艺人恩尼斯怀

着虔诚的宗教信仰,以及对自然的好奇心与敬畏之心,一同创立了一家手工作坊。 三位创业之父秉持

童叟无欺的为商理念,合理利用科学技术,从油污中提取出肥皂,在给消费者提供优质产品的同时也给

公司带来丰厚利润,实现了生产者、消费者、自然三者的良性互动。 但为了扩大生产,克莱尔兄弟资助

幺弟班杰明成立化学实验室,为企业产品革新提供化学技术的支持,从此科学技术被商业操控,从纯科

学领域踏入应用科学,成为资本主义扩张的工具。 虽然班杰明一再强调“化学不再是制皂的工具,相反

制皂是实现化学目的的手段”(93),企图把科学崇高化,以掩盖科学商业化的本质,但他对科学“点石

成金”“变废为宝”“无中生有”的超凡魔力的膜拜,却又暴露了他利用科学技术试图改变自然规律以达

到赢利目的的虚伪面孔。 浸透着金钱关系的科学技术已经不是人类探索自然宇宙未知奥秘的方式,而
成为资本主义异化人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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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积累的方式就是无限追求生产力,于是企业愈是追求生产最大化,愈是会加强技术革新,而技

术革新又会进一步强化对工人阶级的剥削。 在这场声势浩大的资本主义扩张中,企业逐渐背弃了商业

道德,用机器与科学技术强化了对工人的剥削行为,工人阶级由此从事异化劳动,从自由的状态逐步滑

向不自由的、受奴役的阶段,成为丧失思维和批判能力的“单向度的人”。 创业之初,合伙人恩尼斯只

想赚够钱为妻子造一块墓碑、为资助自己写本小说和在诗歌的环抱中安度余生提供物质基础;“雷佐夫

在工厂中开了一家小商店来满足工人的日常需求”,允许工人们在深夜进行自我提升,而塞缪尔则出版

了工人们的著作,他相信工人会最终“走向诗歌”;班杰明学成归来,看着商铺林立的街道,尚能想到

“田野间的百合”,发出“人类企业终会如同暴露在空气中的铁一般走向灭亡”的批判性话语(82)。 但

是随着资本主义扩张,工人阶级渐渐丧失了自我发展和自我解放的机会:恩尼斯沉溺于制造更大的水

壶来生产更多的肥皂的幻想中,其余生只能与那些形如怪兽 / 野兽(“monster”
 

“beast”)的制皂容器为

伴;流水线作业逼迫工人从事枯燥乏味、缺乏创造力的工作,塞缪尔感慨道:
他怀念自己能够熟记所有员工名字的日子。 他现在甚至不能通过肉眼认出这些人。 他迷失在雷

鸣般的蒸汽动力轴和皮带丛中。 那些笨重的机器总以高昂的价格定制,但它们故障的次数比运行的次

数还要多。 (191)
克莱尔家族甚至摒弃家庭伦理,将班杰明彻底变为赢利工具,他的化学知识只不过是塞缪尔和雷

佐夫寻求更为廉价且可行的回收废甘油方法的捷径,而班杰明“在私人文件夹中所做的每一个标记都

成为公司的财产”(92)。 技术异化加速了人的异化:人变成了机器! 人不再是完整的人:“一切封建

的、宗法的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马克思
 

等,2009:33-34),劳动性质从人的属性中被剥离开来,从
而被不断数据化、简单化和经济化,成为经济计算过程中衡量金钱的尺度,沦为经济理性的牺牲品。

其次,在话语层面,小说《赢利》聚焦资本主义社会作为消费者的个体被沦为技术奴隶的叙事,彰
显资本主义经济理性对人的主宰和控制,进而在故事层面批判了资本主义经济理性导致的异化消费。
“异化消费”是“人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

商品的一种现象”(阿格尔,1991:
 

494)。 经济理性导致技术异化,技术异化刺激资本主义生产,导致生

产过剩。 为了维护扩大再生产,资本主义企业制造虚假需求,造成异化消费,以便实现再生产,最终加

剧生态危机。 《赢利》中,克莱尔产品依托科学神话却已然超出了自然的尺度,无法真正实现“点石成

金”的奥义,于是通过营销手段和虚假宣传将科学技术变为粉饰商品功效的噱头,这成为克莱尔公司欺

骗消费者的新手段。 班杰明在南海考察时发现的印第安根茎(Utilis)只不过是一种缓解腹泻的普通草

药,“不知名却早已记录在册的百合科肉质植物”(357)。 但是克莱尔兄弟却嗅到了 Utilis 的商业价值,
并通过篡改数据使这种奇特的草药具有了“起死回生”“延年益寿”的神力:“Utilis 有着特效药物的气

味,它看起来很有恢复性,感觉起来也很治愈,闻起来像天使在上帝自己的病房里涂抹的搽剂。”(138)
生产者并不关心由 Utilis 制成的肥皂的实用价值,却将“延年益寿”“基督救赎”“印第安”作为卖点,以
迎合消费者洗净自身罪恶得到救赎的需求。 然而,这种印第安根茎因为水土原因无法在新英格兰引

种,克莱尔公司不得不进行化学合成,以假充真。
资本主义现代企业仅需进行简单的化学合成以及文化符号加工,便可实现控制消费者的目的,导

致异化消费。 在商品的符号化宣传中,消费者失去了独立思考自身真正需求的能力,成为被消费的对

象。 劳拉们被商业营销手段所掌控,对消费行为怀有爱恨交织的心态。 在劳拉的生活中,克莱尔公司

的商品无所不在,而当她发现之时,自己却已经无法将“克莱尔”驱逐出境了:虽然劳拉意识到癌症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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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尔公司的产品有关,但她却再一次被“纯天然树脂”的卖点吸引去购买克莱尔公司的化学药品;劳
拉也知道超级杀虫剂才是造成花园寸草不生的罪魁祸首,但她却仍然无法“离开神奇的添加剂和超级

杀虫剂而生存下去”(295)。 劳拉们陷入克莱尔公司布置的消费陷阱,逐渐成了“异化消费”的受害者

却拒绝醒悟。 在弥留之际,劳拉将“克莱尔”兼比作情人和施暴者:
克莱尔把她带到外面吃晚餐、跳舞。 他是一位英俊潇洒、身材匀称的中年人。 他给她送去了鲜花

和贴心的礼物,甚至还为她写诗。 他一次又一次到家里接她出去。 但常常在每天晚上浪漫的舞蹈之

后,接踵而来的却是渴求的爱抚、疯狂的入侵和邀约性的强奸。 (392)
劳拉反思自己陷入“异化消费”的原因是“人类过度的欲望”(391),殊不知她过剩的欲望只不过是

商业资本操控她的其中一环。 由此,“经济理性”主宰下的“技术异化”和“消费异化”将生产者和消费

者共同卷入共谋的圈套之中,人类看似超越自然,摆脱了被奴役状态,实际上却沦为资本主义生产和消

费的机器。 小说告诉读者,经济理性是反生态的,资本主义是生态的大敌,“应该责备的不仅仅是个性

‘贪婪’的垄断者或消费者,而是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处于生产力金字塔之上的构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

系”(佩珀,2005:
 

133)。 小说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增强了作品的批判力度,体现出深刻的生态马克

思主义思想。

3　 结语

鲍尔斯的小说《赢利》通过构建科技理性和经济理性主宰的资本主义企业和个人的双线叙事模

式,使资本主义企业和个人的命运形成强烈反差,构成巨大情景反讽,产生巨大的艺术张力,深化了作

品的生态马克思主义主题,促使读者严肃而深入地思考。 小说不但批判了科技的资本主义使用和经济

理性对自然生态和个人生命的摧残,也在一定程度上探讨了走出生态危机之道。 首先,《赢利》倡导社

会正义与生态正义。 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要解决生态危机,就要实现生态正义,生态正义与社会正义

互为依托,因此要实现生态正义,必须解决社会问题,实现社会正义。 作为雷斯伍德小镇的最大雇主,
克莱尔公司依托小镇的自然资源赢利的同时也造成了社会不公正与生态不公正:克莱尔公司一方面不

断剥削劳动者,榨取劳动者的劳动价值,另一方面垄断生态红利并导致生态破坏,给小镇居民的健康带

来威胁。 公众对克莱尔公司的磷酸洗涤剂的谴责推动了无磷洗涤剂的研发;公司被强制雇佣更多的少

数族裔,以减轻就业情况中的种族冲突;克莱尔公司在不断节能减排,“在制造过程中设定了纸张、玻
璃、能源、木材和塑料回收周期,并且在石油危机后五年内,全公司的能源总耗下降了 30%”(386)。 公

众对克莱尔公司的诉讼,部分缓解了公司无节制扩张导致的社会非正义与生态非正义。 同时,对于资

本主义科技引起的人与自然异化,小说主张重构人与自然关系,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认为只有“保
持对自然的好奇和敬畏之心,人才有希望享受与自然的和谐”(孙坚,2015:

 

144)。 《赢利》以自然的新

陈代谢法则驳斥了生产至上阴影中人类对死亡的恐惧,并指出死亡不只是生产环节的终结,更是生命

的新起点。 人的生命属于自然,取自尘土,归于尘土。 小说用平静的笔触和诗意的语言将死亡崇高化

和唯美化,将背后运行的自然法则凸显出来,预示着生命如白驹过隙,而自然运动却亘古不变。
其次,《赢利》主张抵制欲望,回归自然,以克服经济理性导致的技术异化与消费异化。 小说的双

线并置叙事让读者看到,克莱尔公司不断走向“进步”的巅峰,却即将突破自然法则阈限;劳拉的生命

虽正在悄然消逝,但她对生命的感受力却愈发强烈。 劳拉之死不仅仅是一个人类自食生态恶果的寓

言,也是一次人类反思生态危机,进行自我救赎的缩影。 资本主义经济理性宰制下的技术异化与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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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化造成人对物的过度依赖,使得人类失去了自主权与独立思维的能力,因此人类要想寻回自身在自

然中的位置,必须打破物欲的禁锢。 正如生态马克思主义者阿尔格所希望的,“通过变革人们的消费观

念和人们消费希望的破灭消除生态危机”(陈茂林,2020:
 

85)。 《赢利》的双线并置叙事将克莱尔公司

的执迷不悟与劳拉的顿悟进行鲜明对比,旨在唤醒公众的生态意识,表达了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美好

愿望。
综上所述,《赢利》是一部引人深思的生态启示录。 贯穿小说始末的双线对位叙事书写向我们揭

示,科技的资本主义使用和经济理性必将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技术异化和消费异化。 一方面,劳
动者在机器生产中丧失精神追求和感受力,自然资源被大量卷入商品生产又被大量浪费;另一方面,科
技助力的资本主义生产使消费主义大行其道,商品被虚假宣传遮蔽使用价值,人类为虚假需求买单,陷
入异化消费怪圈。 因此,生态危机下博弈的资本主义企业和个人皆不是赢家。 作品虽未找到彻底解决

生态危机之道,但其丰富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意蕴,可为当今社会正确运用科技、缓解生态危机、建设生

态文明提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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